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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六经皆史”并非章学诚的创见。明代中后期，王守仁、薛应?等从心学角度出发，分别提出“六经，吾

心之记籍”“经史一也”的观点，这从理论上为“六经皆史”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王世贞从史料学的角度出

发，认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的范围。李贽则认为“经史相为表里”，两者相互补充，经

不再对史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是为史所用。这些思想都为清代章学诚系统论述“六经皆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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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在学术上处于何等地位，主要表现在经
史关系的论述上，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具

有特色的内容。”［１］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汉代“史附

于经”、宋代“荣经”的发展历程后，经、史关系于明

代中后期明确出现了“六经皆史”的说法。现代学

者有的认为“六经皆史”是章学诚的创见，“大胆地

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

上拉下来”［２］；有的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既不

是章学诚的创见，也不是到了章学诚‘大胆地提出

来的’，不过是章学诚针砭时弊，又重新提出并真正

赋予‘六经皆史’以充实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３］。

事实上，在明代中后期已有学者提出“六经皆史”，

并阐明了史学的独立地位。

一、“六经，吾心之记籍”

王守仁较早就对经史关系做出系统的论述，他

有“‘六经’，吾心之记籍”［４］２５５的说法，即“六经”是

个体体验的记载。此论是王守仁针对程朱理学“理

一分殊”的哲学认识而提出的。

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理论认为，万物皆有理，

但都统一于一个总合的理，强调“义理明，则利害自



明，古今天下只有此理”［５］３３２２，此理即儒家经典。“若

不先在义理之大本大体上用功，而仅注意于史学，此

为朱子所不许。”［６］由此，朱熹提出了“经精史粗”、读

书“以经为本”的观点，并批评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

于经却不理会。”“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５］２９５０－２９５１

“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５］２９６５由此可

知，在“理一分殊”观念指导下，朱熹强调读经穷理，读

书先读经后读史。“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

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表

现出明显的荣经陋史的倾向。”［７］

朱熹“荣经”的具体实践是对“四书”做了极为

详尽的注解，其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

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造成了学术上的僵化。

比如，阳明心学即基于这种死守教条、不知变通的风

气兴起的。王守仁提出“心即理”［４］２，认为“心外无

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４］１５６。

可知，王守仁对“理”的理解与朱熹不同，朱熹所识

之“理”乃是抽象地存在于事物之外的、不容改变

的，并以“六经”的形式表现出来；王守仁所识之

“理”存在于个体道德渊薮和意识里的普通之理，以

“史”为载体，是个体意识和真理的统一。

基于以上认识，王守仁提出“六经者，吾心之记

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４］２５５。他又说：“以

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

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

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

异”，“五经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恶，亦训诫”［４］１０。

王守仁此处明确提出了“五经亦史”。《春秋》《易》

《书》《礼》《乐》都是记载三代的历史的，历史事件

体现道，道包含在事件中，目的都是为了区分善恶，

垂诫后世。所以，史和道是一样的，二者统一于吾

心。“六经之实，则具于心，犹之产库藏之实积，种

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书目而已。”

王守仁把六经比作账册，认为阅读账册并不等于拥

有账册上的财富，账册的数目也有错误的，所以“六

经”并不等于“理”。这与朱熹把“六经”看作是唯一

且绝对正确的“理”相比，这带有批判的意味。

综上，王守仁认为“六经”乃记载上古遗迹的载

体，并非千古不变的至理，人的认识会随着时代和实

践的变迁发生变化，不能拘泥于经典教条。从主观

目的上看，王守仁为了反对程朱理学模式化、固定化

的说教，对经、史关系做了重新阐释。他谈论经史关

系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史学的地位，“而是在强调，

以‘六经’为代表的思想如果不能借助史学融入个

体的内在意识和情感生活中，是无法转化为道德行

为的”［８］。但在客观上，“破除了自汉以来封建统治

者树立起来的六经权威，在封建的思想锁链上打开

了一个缺口，对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９］，使后

来学者意识到经学需要借助史学来实现影响世道人

心的作用，为史学地位的提升提供空间。

二、“经史一也”

继王守仁之后，南中王学传人、史学家薛应?提

出“经史一也”。他对经史关系的认识继承的是王

守仁“事即道，道即事”的观点，其认为“道本一致，

学不容二”。薛应?曾长期受理学、心学影响：

三十年前，从事举业，出入训诂，章句分析，

漫无归着，一旦闻阳明王公之论，尽取象山之书

读之，直闯本原……及罢官归……日以孔孟之

书反复潜玩。……始知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

法也；陆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道本一

致，学不容二。［１０］

可知，薛应?一生所学融合程朱、陆王等的理

学，最终体悟两者并不相悖，认为在治学求道的路

上，应调和各家，“不溺于先人之说，不蔽于浅陋之

见矣”［１１］３８４。薛应?还有不尚经典的态度，认为

《春秋》体现出的褒贬赏罚只适用当时的史事，不能

放之四海而皆准。

薛应?不尚经典，进而认为“经史一也”。“古

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

书》，经史一也。后世史官，咸推迁、固，然一则退处

士而进奸雄，一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殆浸失古意而经

史分矣。”［１２］３可知，“经史一也”观点的内容包括：一

是经、史同源，作为后世之“经”的《春秋》《尚书》，

于古时分别是记言、记事的史书；二是经、史有相同

的功用，目的都是为了抑奸雄、进忠臣；三是司马迁、

班固之后，史不能完全发挥功用，经、史始分。所以，

薛应?认为经、史无精、粗之分，更无高下之分。他

反对“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认为“经见于事，

事寓乎道，经亦载事，史亦载道，要之不可以殊观

也”［１２］２，经侧重于阐释义理，史侧重于记载史实，经

史互相验证，同等重要。因此，需要中和汉、宋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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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经史一也”。“盖汉儒之学长于数，若仪文

节度之烦，虫鱼草木之变，皆极其详，其学也，得圣人

之博。宋儒之学长于理，若天地阴阳之奥，性命道德

之微，皆究。其学也得圣人之约。合是二者而虚心

体认……可一以贯之。”［１１］３８４汉代学者长于文献的

记忆和训诂，宋代学者长于探究天地人事的变化规

律，二者相互补充，皆为“吾心之记籍”。

可以看出，薛应?把经、史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

置，两者地位相埒，不可偏重其一。那么，是否可以说

史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呢？薛应?认为，经、史都

是君子立世的要器，本质意义都是为了“维持人心不

坏”，表彰儒家道德伦理。这点与王守仁的看法一致。

薛应?分析了宋代灭亡的原因，认为：“宋初立国君子

小人并用，而君子多至摈斥，小人多至显荣，迨建中靖

康间，曾蔡之徒更迭为相，而南渡以后则汪黄秦汤韩史

贾诸人相继擅权，内小人外君子，遂致善类销亡而士人

无奈。”［１２］２可知，其从道德层面总结宋亡的原因，侧重

于史中求道，以备前代之善恶，“欲后人鉴前人之辙迹

以为法戒，而不至于失身败事”［１２］４。因此，在薛应?的

认识中，经、史在功用上地位相等，有一致性。

综上，薛应?在王守仁“五经亦史”的基础上做

了进一步论述，并针对程朱理学崇尚经典和“经精史

粗”的观点，提出“经史一也”，将经、史等量齐观，提

高了史学的地位。薛应?“又从朱学重视知识传统，

强调经典研习和文献训诂的‘道问学’思想出发，对

一些宋明学者轻诋重视历史文献考据的汉学家的行

径不以为然”［１３］，这为中后期考据学的兴起给予了思

想上的支持。但是，薛应?仍没有跳出理学的圈子谈

论史学价值。薛应?认为经、史的同等地位，是针对

经、史的起源和道德功能而言，而且最终的道德评判

的标准仍以“六经”为准。另外，史学的其他社会功

能和史学方法等，不在薛氏的讨论范围内。

三、“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深受王门影响的王世贞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

已”，曾说：“余十四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读之，

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可

见，这表达了对王门之学的认同，对“五经亦史”“经

史一也”等观点也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三点认识：

一是认为史延续的时间比经长。“孔子之作

《春秋》也，而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伦著焉，中国

夷狄、君子、小人之界判焉，盖二百四十二年而千万

世揆是也。故经不敢续也，亦无所续也。至于史则

不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迹泯如也，一郡国缺而一郡国

之迹泯如也。”［１４］３５９７自《春秋》成，尊卑、善恶的界限

被划定，后世几无变化。史却不同，一代或一郡国之

史缺，则其迹后人就不得而知。所以相比较而言，史

的社会价值更高。可见，王世贞自觉地将“史”视为

记载史实的文献。但是，既然评判的标准在《春秋》

时已经定下，且未有改变，那么史是否也受此标准的

严格监控呢？对此，王世贞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转

而论述了史对于经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发展“事

即道，道即事”和“经史一也”的观点，认为“道于宇

宙间，奚物而非道？奚事而非道？史不传则道没，史

既传而道亦系之传”［１５］１。道依赖史而存在，“道系

于史”，王世贞所说之“道”与王、薛的“道”不同，不

再指儒家经典，而是把“六经”作为史，认为研读“六

经”，必须“得其要，则《六经》为吾用，而其语皆筌

蹄。不得其要，则吾为《六经》役，老死而汩汩于章

句”［１６］。所以，“道”的本质是什么已不重要，史在

时间的连续性方面和持续性都比经长，“六经”只有

为我所用时才是筌蹄。因此，经、史两者相较，更应

该重视史。

二是贵读史。王世贞曾说：“吾读书万卷而未

尝从‘六经’入。”［１７］他比较经、史的价值时也说：

“经载道者也，史纪事者也。以纪事之书较之载道

之书，孰要？人必曰经为载道之书，则要者属经，如

是遂将去史弗务。嗟乎！智愈智，愚愈愚，智人之所

以为智，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智人和

愚人的差别在于是否读史，不读史只会更愚，因为

“史学在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一日而去者也，故曰

君子贵读史”［１５］１。“其论三代，有不尊称《尚书》者

乎？……周之季，有不尊称《春秋》者乎？……二汉

而下，有不稗官《晋》，齐谐‘六代’，期期《唐书》，芜

《宋史》，而夷秽辽、金、元三氏者乎？然一展卷而千

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迹若胪列也。是史之存与不

存也。”［１４］３５９７从三代到元的史实，皆被记录下来，展

卷犹如亲身经历，《尚书》《春秋》等经典也记载了当

时的历史，这是史的独特价值。由此，王世贞升华出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

三是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王氏认为被保留下来

的文字记载都可称得上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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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

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世家，曰列

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

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

诏，曰令，曰教，曰札，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

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

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

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

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１８］

显然，王世贞观念中的“史”已经到了无所不包

的程度，对待“六经”也应该抱着“征其信者，而阙其

疑者”的态度。

综上，王世贞对经史关系的认识不再囿于理学

的范畴，而是将经、史作为两种不同的、关系密切的

事物加以比较。“六经，史之言理者”是从区分典籍

立论的；以经载道、以史纪事，是从二分经史孰重立

论的。［１９］经、史有不同的分工，并在各自的领域发生

作用。就反映客观历史事实而言，史的价值高于经，

史所论之道也并非“六经”能囊括。另外，王世贞所

论之“史”主要指史籍、文献，不包括客观的史实。

尽管如此，王世贞对经、史关系的认识仍然最具史学

价值。同时，他认为史学、经学分属不同的学术体

系，在史学范围内，经可以作为史料被研究。

四、“经史相为表里”

李贽在王世贞史学独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

“经史一也”的观念进行阐述，否认了“六经”的权威

地位，认为“经史相为表里”。李贽曾做《经史相为

表里》一文：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

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

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

《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

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交

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

可也。［２０］２１４

此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经史相为表里”的经

史关系论，即“经史一物”。［２１］经、史是组成真实历史

的两面，只记史实，没有思想，则为秽史，无法垂戒后

世；只空谈道理，没有史学支撑，则为白话，无法彰显

事实本意。二是“六经皆史”。李贽首次明确用文字

提出“六经皆史”，认为《春秋》《诗》等是一时之史，

《易》是经、史的载体。从字面上看，这里的“经史一

物”与薛应?的“经史一也”没有区别。事实上，李贽

对“经”的理解与薛应?等的论述不完全相同。首

先，从“经”的发展角度看，儒家“六经”在孔子之后已

经被穿凿附会。“《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

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话，又不然则其迂腐门

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

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２０］９９

因此，后人在习“六经”时，应当对其做历史考据，但后

世之人只注重儒家经典，并不断对其解释、训诂，以至

“儒家者流，?滥靡所适从”，“又以‘博而寡要，劳而

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２０］２２４其次，

从“史”的发展角度看，“六经”只是古代生活的写照。

但“世之龙头讲章之所以可恨者，正为讲之详，讲之尽

耳”［２２］。因此，对待“六经”要以不求甚解的态度，在尊

经的基础上按己意解之。“若犹做作，既有安排，便不

能久，不免流入欺己欺人，不能诚意之病。”［２０］４１由此，李

贽对待“六经”，“呈现出注重本体主体化的鲜明心学特

征，赞同并坚守用‘六经注我’的方式来对待经典”［２３］，

看重“六经”明道的功用，但不执一于儒家“六经”。

李贽反对“六经”的权威地位，认为在史学领域

内，经为史服务。例如，他认为《易经》是“经之所自

出，史之所从来”，经史一体。他还把《易经》的根本

原则———“变易”作为研究史的方法论。李贽在论述

《藏书》写作的指导思想时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

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

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２４］每个时代都有适合这个

时代的评判标准，对待历史不能“一定执也”。李贽

冲破理学“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枷锁，把“六经”从神

坛上拉下来，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又把“六经”看

成是记录、研究历史的载体和素材。这与王世贞的

“六经”之语只要能为我所用便是筌蹄的观点是一致

的。可知，李贽认为史是独立于“六经”之外的，而且

在某种情况下，经可以为史服务。李贽曾站在“史”

的立场，用不同于“六经”的道德标准对《易经》和“四

书”加以分析、批评，并成《四书评》和《九正易因》。

综上，李贽“经史相为表里”与薛应?“经史一

也”有相通的部分，即经、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不同的是，薛应?以经为本，强调经对史的指导意

义；李贽以史为本，强调经辅助史的作用。李贽反对

７９第５期　　　　　　　　　　　　曹姗姗，李艳红：明代中后期学者对史学地位的论述



经的权威地位，从史学角度客观评价了经、史关系。

李贽对“经”的理解不局限于儒家经典，其核心是不

执一。李贽对“史”的涵义的理解也比王世贞更深

刻，他认为史除了包括指文献外，还包括客观历史的

发展过程，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研究的规范化、科学

化。在李贽这里，《春秋》等可以作为史料，《易经》

可以为研究和评价历史提供指导原则，经不再对史

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是为史所用。

五、结语

宋代以前，学者基本从书籍的编纂体裁入手论

“六经皆史”；宋代程朱之后，理学统领学术和精神

活动，“六经皆史”被视为异端；王门之学从心学理

论出发，提出“事即道，道即事”，在思想链条上打开

缺口，为后来学者论述“六经皆史”提供了理论依

据。此后，薛应?、王世贞、李贽等相继对此问题做

了进一步分析，使史学获得独立地位：第一，把“六

经”看作一时之史；第二，反对“六经”权威，反对“六

经”所表现出的褒贬善恶是永恒的；第三，认为经可

以为史提供方法论。清代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对“六

经皆史”做了系统论述：一是“六经皆周之掌故”与

“古无私门著述”；二是从述作角度诠释“以史明

道”；三是“尊史”的专业意识及其经史相通的观

念。［２５］从中可以明显看出，“经史一物”等思想的影

子，“以史明道”中的“道”。另外，章学诚也认为不

能完全遵照周、孔之道，而应随时势变化有所改变。

“六经皆史”的提出是史学独立的重要信号，从

史学发展的角度看：其一，学者从经的迷信中解脱出

来，有了新的觉醒，要求加强史学的严肃性和客观

性，并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２６］学者不再单纯地以

“六经”的标准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历史呈

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二，“六经”作为“史”的地

位确定，扩大了研究秦汉以前历史的素材。“六经

皆史”在明中后期形成思潮，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

晚期思想的变化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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